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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国家建构”是政治学国家理论的核心命题，西

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集中关注国家建构中的政权建

构，即“regime constructure”，它以构建现代国家政权

体系为目标，以制度建设为主题。按照这些理论，在

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国家，基本特征在于构建了一

个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

个过程，实际体现为将传统社会散落于地方的权力

集中构建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形成国家政权主导的

权力结构，同时，将国家权力无差异地行使于国家的

全部疆域。因此，在西方理论中，“现代国家建构”的

典型特征包括现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和权力的集中统

一行使。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经验基础，来自西欧现

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西欧先发型现代

化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结构基础上

形成的。这一过程缓慢而漫长，“大致说来，从十五世

纪后期到十八世纪中期的西欧，在经济上是各国商业

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在

政治上是王权兴起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

权化过程”。①为此，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研究的焦点是

一个不同于传统形态的现代国家政权的建构，主要关

注的内容是西方现代国家组织机构、制度体系的形成

过程，比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对欧洲国家建构

的两种形态描述：“一种是以动员选择为基础的法兰

西模式，这种国家建立起大型的、绝对主义的中央集

权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另一种则是以财政选择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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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格兰模式，它发展成为宪政国家。”②

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背景与西方具有巨大

的差异。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现代国家时，面对的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呈现为政治经济

发展的高度不均衡，社会内在结构的多层次和异质

性，以及碎片化社会基础上的军阀割据。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建立了统

一集中的国家政权；此后运用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结构的革命性改

造。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这一特征，源于社会主义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进程

的初心使命。社会主义以人民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

展为目标，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政治革命和社会

革命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实践者，它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赤诚初心，肩负着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发

展的双重使命。党在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同时，建

构了新型现代国家，从而实现了双重超越：不仅超越

了传统的国家形态，而且超越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建

构实践。党不仅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

上的国家政权，而且通过国家政权进行社会革命，构

建了政治与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从而将国家政

权根植于社会之中，为国家政权的稳定发展奠定了

牢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国家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

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

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

供理论支撑。③事实证明，只有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的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提炼和构建中国现代国家建

构的历史性命题，形成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历史跨越

的理论，才能深度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为坚定中国国家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本

文以相关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中国现

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起点和实践路径，阐述其基本特

性，并分析其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意义。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

国家建构是一个世界性学术议题，这一议题具

有很强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性。西欧早发现代化国家

的经历，为人们描述现代国家形态提供了地方性经

验依据，如韦伯将现代国家描述为实现暴力的合法

化垄断和理性官僚制度扩展的理想组织类型，蒂利

(Charles Tilly)在西欧国家成长的现实观察的基础上，

将现代国家描述为通过战争所实现的基于资本的强

制，认为国家建构就是国家政权获得上述特征的过

程。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扩展了现代国家的研究

路径，认为现代国家存在于与社会的互动之中，并在

与社会博弈的竞技场中表现出有限性。国家作为一

个整体处在“由其他力量组成的构型之中”。④从其

基本内涵来看，西方国家建构理论的研究重心和内

容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常常将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

政权建构等同起来，如福山在其研究中对国家建构

的定义：国家建构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

现有政府”。⑤孔飞力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

也遵循这一路径，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

问题在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为主轴的

国家建制议程的形成。⑥因此，在西方的国家建构理

论中，国家建构研究着力关注的是国家的内部构造

和组织结构，强调的是国家内部构造和组织结构在

何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这就把现代国家建构限于

政治层面，从而难以解释和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社

会成因和社会基础。

因此，基于地域性经验形成的西方现代国家理

论，缺乏相对于其他社会的普适性。相形之下，中国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性，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亦有其

独特性。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内容还是路径上，西方

国家建构理论的话语体系都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

国家的建构实践和发展过程。

中国是一个地域十分辽阔且在政治上以“统一

体”形式长期延续的国家。在进入现代国家之前，

这个统一体国家的内部同时存在着政治形式的统

一性与地方社会的差异性。在古代中国形式统一

的国家体系之下，是一个由众多地方社会权力所组

织和控制的异质性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权力包括：

与国家政权保持代理合作关系的家族长老权力；将

国家权力隔离于地方社会之外甚至使得民众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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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国家存在的领主性权力；阻隔、截留或者不同

程度消弭国家权力、并造成国家建构“内卷化”的士

绅权力等。⑦这些异质性的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

之间保持着疏离状态，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和意志

要求实际上难以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而且，在这些

异质性的地方，内生于社会的权力主体往往拥有当

地民众的更多认同和忠诚，并按照他们的意志主导

着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秩序，这些自立山头、封闭运

行的基层社会在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国家之下，实

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彼此独立的大大小小的“基层

朝廷”，从而使得国家呈现表面统一而实质一盘散

沙的结构状况。面对这种状况，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首先要解决的任务是建设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现

代国家政权。

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首先开始

了现代政权建构的政治改革甚至革命，如清末新政

中实行的财政革新、建立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

及建立自治组织等。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中国近

代改革的先行者竭力借鉴和学习西方，建立现代国

家的探索和努力。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结束

了晚清统治，1912年 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国

家主权属于人民，建立国会、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

力，实际是试图以一个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传统中国

的古老政体。⑧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

形态，这样一个设想如同“空中楼阁”，虽经努力但

不可能实现。战争及地方军阀割据，使得中国的现

代国家建设不仅屡遭重挫，而且把国家拖入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疏离

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强烈地呈现为地方军阀割据的

典型形态，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实际

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

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

不平衡”。⑨

为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事业、建

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探索和斗争。早在 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湖南省的

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的农民运动后指

出，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扫除封建地主阶

级对中国农村的统治，改变传统政权“几千年专制政

治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几十

年而未能做到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90%以

上的农业大国，仅依靠上层政权的变革，而不改变其

社会基础，新政权的建立缺乏根基。只有发动农民

这一“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打翻乡村的封建

势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目标。⑩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地方割据军阀的统治，创立

了统一的中央政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向社会的

深化创造了政治条件。而这一深化进程的历史和逻

辑起点，恰恰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大大小小蜂窝状的封闭割据

结构，这一结构使得中国社会呈现“非统一性”和“疏

离性”，并且是彼此封闭孤立的多元模块集合状态。

这一起点，决定了新中国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

要任务，是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土社会内部，通过社

会革命，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和民众之间不同程度、

不同形式的疏离状态，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建立最直

接的有机联系，有效整合社会，并通过社会形态的改

变，将国家根植于社会和民众内心。

由此可见，建立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

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立政权只是“建设

一个新世界”的必经过程和必要手段。对于中国的

现代国家建构而言，政权建构和社会形态建构是接

续进行、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它们统一于中国现代

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和领导这一进程的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

内涵与西方语境下的国家建构具有实质性差异。

首先，它不仅是创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

政治革命问题，而且是改造旧有社会形态的社会革

命问题。中国的国家建构并不仅仅意味着实现国家

政权的组织形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还承担着改

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任

务。政权建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但并非

唯一任务；现代政权建构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

其功能是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建设和发展，使得社会

·· 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6中国政治
CHINA POLITICS

和民众能够共享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从而建立民众

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政权建构”和“社会形态建构”

统一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和进程。

其次，它不是一般性的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渗

透，而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形态改

造和建构，从而获得民众对国家的累积性认同，由此

将新国家持续不断地根植于新社会的基础之中。迈

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

后者指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即在其统治领域内有效

贯彻其决策的能力，比如国家可以不经同意而对其

国民的收入和财富进行评估和课税；能够存储和调

取国民的信息；能够在其统治地方在一天之内快速

执行其意志；能够直接为大多数人提供生活资助

等。但是，中国的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简

单扩展，也不仅是国家权力有效治理社会的问题，而

是通过国家权力改造社会形态，在经济社会形态持

续不断的革命性变革中，实质性地整合社会，深化民

众对国家政权的累积性认同。

最后，承担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使命并且领

导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是遵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中国共产党。西方的选举型政党作为部分利益

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形式上通过法定选举程序获

得执政地位，从而实现部分人的利益和理念；中国共

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和实践逻

辑，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

命的使命于一身，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高

和最终目标，建构现代国家实质是其实现使命和理

想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经过长

期的政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根

本性变革；在此基础上，运用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国

家权力，推进社会革命，实现社会改造，将国家政权

根植于社会和民众内心，建立基层社会民众对执政

党和国家政权的高度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事业过程中，建构现代

国家的基本任务和使命。

新中国的创建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的社会改

造，正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与

自身的任务和使命展开的伟大实践。

二、历史起点：不均衡的社会形态与国家与社会

的“疏离”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中国社

会的认识和理解是中国现代政权建构和国家建构的

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正是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

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

质、对象、任务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

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

的。”只有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置于中国的本土经

验和历史脉络之中，认识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土

壤之上的具体进程，才能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国

家建构理论。

中国传统时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其与国家的关

系，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和进程。为此，

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必须始于认识这一

进程的历史起点。

(一)社会形态的不均衡性

自秦以来，传统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的政权体系，这个政治统一体长期延续。不同于“欧

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中国则从未真正经历过永

久的分裂”，这是传统中国的“统一性”特征。但是，

这一“统一”的政权体系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十分不均

衡的社会形态基础之上。这种不均衡性集中体现

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传统中国是一个以

农业为主的国家，由于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

异，农业产业形态存在极大差异，既有农牧业之分，

也有种植农业内部的形态差异。传统中国以“一家

一户”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但在西南地

区，还存在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原始农业地区；在中

国的北方边疆地区，主要以部落游牧业为主。产业

形态演进的阶段性，体现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二是多形态类型的并存。由于帝国主义的侵

略，传统中国社会并未自然发育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在传统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实际上呈现多形态

并存的复合特征。在中心区域，私有制关系较为发

达，家户小农构成社会的主体成分；但在游牧业为主

的地区，部落通常是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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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放牧、流动、抵御风险和冲突等通常以部落为单

元，部落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在西南边境“刀耕火种”

的旱作农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娱乐、消费、婚

姻和社会交往等，主要在村寨内部进行。在以部落

制和村寨制为基础性制度的社会之中，由于生产力

发展水平低下，由财富积累所形成的社会分化并不

显著，但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社会内部，基于血缘关

系所形成的身份差异，与社会、政治身份的差异相叠

加，形成社会内部的分化、等级关系。在这些非“家

户农业”地区，社会分化更主要体现为血缘身份的差

异，如在云南彝族地区，族群内部的家支等级主要由

血缘身份而形成；在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刀耕火种”

村寨，集体生产、共有产权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只有

血缘、性别等自然身份差异而政治、社会身份的不平

等关系并不明显的低度分化的社会形态。

(二)不均衡社会中的“小统治者”对国家权力的

隔离

不均衡的社会形态使得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与

地方社会之间难以形成实质上的“统一”，国家权力

难以真正深入地方社会内部，大量权力散落于社会

分割控制者手中；“小统治者”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政

府”和大大小小的“基层朝廷”，主导着基层社会的运

行和秩序，并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实质上的疏离。

传统时期，国家元素在基层社会中呈现“碎片

化”的分布状态和运行形态。自秦朝即建立的国家

统一的赋税征收体系，到19世纪仍未得到统一有效

的实行，调查发现，在赋税征收方式和对地方社会

的控制程度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华北村庄，国

家权力的轨道实现了“进村入户”，“乡-村-闾”的建

制体系不仅强化了国家的税收征取能力，也强化了

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是，从税源控制和征收方式等

方面来观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十分有限。对

江南村庄的调查发现，国家不仅在乡村社会建立了

专门的税收征管体系，而且还实现了对税基的严格

管理和征收过程的“入户”控制。在华南等地，自然

村落由单姓同族村民组成，国家的“保甲”建制实际

上并未打破自然村落的界限，而是形式地覆盖在自

然村落之上，使得国家政权与村落社会中的族权在

同一地域范围内运行；国家征税、派兵等权力实际上

难以完全进入宗族村落社会内部，而是依托族长、领

主或者乡绅实施代理治理。但是，族权并不能保证

严格执行国家的征兵政策，而是基于本族利益和规

则确立执行依据，如对于那些有本族供养的读书男

子以求取功名仕途的家庭，在族长的授权下，可免于

承担出丁、纳税等义务。在内蒙古地区，国家的税收

征管受到商户的更多干预，商人通过对基层官员的

控制，使得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国家一统治理的政治

理念甚至无法彻底执行。

“碎片化”的国家形态之下存在着的，是分散于

不同地方基层社会中的“小统治者”。虽然人们将中

国的乡村社会形容为“一盘散沙”，但“散沙”式的社

会之所以并未导致国家政权陷入“四分五裂”的格

局，是因为基层社会内部存在着士族乡绅、家族长

老、部族头人、地方强人等地方内生权威，他们是一

个个村落社会的“小统治者”，实质性地支配着乡村

社会的运行和秩序。因为村落的社会结构不同，这

些“小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不同，运行形态各异。在

国家“统一性权力体系”之下，这些各不相同的“小统

治者”在村落社会中“各行其是”，不同程度地垄断着

乡村社会的权力和秩序。士族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

传统力量，其权力源于传统儒家思想和礼俗秩序；家

族长老依据长幼尊卑等血缘规则，赋予族人不同身

份资格和权利，进而构建其权力逻辑；部族头人大

多基于某种神秘习俗而获得统治乡村社会的权力，

这些神秘习俗，或者赋予某种血统的高贵性，或者基

于某种神秘信仰赋予特定姓氏以神圣力量。地方强

人等灰色势力在国家政权控制的空白领域产生，这

些势力一方面试图进入国家正式官僚体系，以求权

力的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基于暴力等强制手段，构建

权威和服从关系。

这些自我组织的内生性权威，在维持乡村社会

内部秩序和凝聚力的同时，将国家不同程度地隔离

于乡村社会之外，不同的“小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实

际上主导着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秩序。

(三)社会结构不均衡性叠加地理空间的疏离

国家在不同区域的政治活动，构成了不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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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存在不同的政治组

织形态，以及不同文化和行为特征的人口，形成一种

区域之间的差别政治。从国家形成的动态过程考

察，国家的中心区域是国家权力的枢纽区域，国家整

体是在中心区域扩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组

织结构和影响力从中心区域向外不断扩展的过程，

也是国家成长的过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国家成

长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现实

地表现为一种地理意义的非均衡政治关系。在国家

的中心区域分布着成熟的国家政权的核心元素，包

括国家统一的组织机构及更为强大和直接的影响

力；而在距离国家中心区较远的区域，国家统一的组

织机构未能确立，对该区域的控制和影响力也较为

间接、弱化一些。这些距离中心区较远的区域，不仅

构成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也构成国家政治形态

上的“边疆”地区。

传统中国的中心区域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皇权

统治的影响力相对集中于这一区域。从国家的组织

体系来看，自秦朝统一以来所确立的统治体系，县以

上设置州县衙门，县以下设置保甲(警察)和里甲(税
收)，这些组织为此后历朝政权所沿用，是国家进入

并控制基层社会的“统一的行政组织体系”。在“郡

县制”下，“郡”和“县”的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国家

政令也通过“郡县”体制直接下达、传递。“郡县制”的

建立，从体制上实现了皇权中央对地方的直接领导

和控制，但是，这一套“统一的行政组织体系”在全国

并未得到统一推行。在中国的西北、西南等地区，

“郡县制”并未有效延伸到这一区域，在漫长的历史

中，这些地方延续的是地方领主制，如西藏地区的庄

园领主制、云南等地的土司领主制等，作为地方统

治者的领主由地方社会产生，皇权对这一产生方式

予以默认。国家不仅不直接干预地方治理者的产

生，而且通过“郡县”传递的政令也并不直接作用于

这一区域，相对于“郡县”行政区域而言，“地方领主

制”区域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自主行动能力。这些

地区不仅是传统中国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也构

成了制度体系和国家影响力意义上的“边疆”地区，

并与“中心国家”形成政治空间上的疏离。

传统中国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疏离，使得国家

权力被不同程度地阻隔于社会之外，国家“统一”的

组织体系缺乏落地的社会根基，由“疏离”所带来的

自我运行的社会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

也为建构“统一”的现代国家留下巨大难题。

三、建构进程：改造社会形态以建构现代国家

传统中国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疏离的双重结构和

治理难题，使得政权常常面临社会周期性动乱可能

引发的危机。近代以来，这一历史性难题由于外国

入侵而造成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

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议

题被提上了日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力图解答

这一历史性议题，其方案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

国，但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严

重脱节，使得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无法植根于中

国土壤而终告失败。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质性努力开始于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通过艰苦卓绝

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

主的国家政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不仅要建立现代国家政权，而且要通过持续不断

地进行社会革命建设新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

发展和成熟，并最终实现“政治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内

容统一”“将产生于社会但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重

新归还社会，或曰社会收回”的最终理想。因此，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唯物史观的发

展规律和要求，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社会革命，改

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的

全面解放和发展。这一现代化进程，既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一

切政治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历史逻辑和初心使命，决定

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和进程：以政治革命建

设一个新型国家政权，以社会革命实现对社会的改

造和发展，将国家政权建立并根植于全新的社会基

础上，由此获得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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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瓦解传统社会的“小统治者”，建立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根本问题是建立一个不同

于传统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改造

传统社会的“小统治者”，将“小统治者”对乡村社会

的控制权和支配权集中于新的人民民主的国家

政权。

在传统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这一任务通过阶

级斗争所推动的土地改革而实现。不同于西欧由资

本主义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权形态转

型，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是以农业为主体

的农民社会。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在农民社会内

部，土地分布十分不均衡，大约70%的土地被10%的

少数人所拥有。少数拥有土地的乡村“小统治者”，

不仅控制着农村财富，而且成为乡村社会的支配阶

级。毛泽东曾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受四大权力

支配：地主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地主政权是一切

权力的基干。早在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

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实

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20世纪40年代又领导

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

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

地改革。1949年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首要任务就

是在乡村社会发动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

斗争瓦解了村落社会中“小统治者”支配民众的心理

和精神基础，以阶级关系重新分配土地，建构农民认

同新政权的利益基础。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使

得农民的政治情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杜润生把

土地改革的政治效应形象地总结为：“农民取得土

地，党取得农民。”

不同于欧洲地区进入现代国家进程所面临的单

一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的社会形态具有

多类型共存的复杂性。与中心地区较为成熟的农业

社会形态不同，在国家的边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较低，社会分化程度不高，其社会形态仍具有较多

原始社会形态的特征，如在一些以部落、领主制度为

主的地区，私有土地制度并不发达，土地并不构成人

们财富的来源和获取支配权的依据。对这些地区历

史上长期形成的“小统治者”，主要采取和平协商的

方式，通过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完成土地改革，瓦解

“小统治者”的支配地位；在一些阶级分化不明显、土

地占有不集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民族

地区，则不进行土地改革，20世纪50年代以后，通过

合作化运动直接进行社会形态的改造。

将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是国家的重要特征。

以阶级斗争或和平协商方式实行的土地改革，实际

上是由土地改革所实现的政权革命；它改变了传统

社会的基本结构，摧毁了传统社会“小统治者”存在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将乡村社会中散落的“支配

权”和“控制权”集中到新建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

权手中，完成了政权建设的第一步。

(二)改造传统社会，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

延伸深入社会

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集中，解决了

国家统治权的最终归属问题。集中的国家权力如何

延伸深入基层社会，实现其统治的一体化，也是一个

现代国家政权的基础性问题。传统时期国家与地方

社会的疏离，造就了千差万别的社会形态。要实现

国家权力的延伸深入，就要对传统的社会形态进行

改造，解决新政权的社会根基问题。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所有制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在旧的社

会形态中产生，新中国要实现国家权力的延伸深

入，就意味着改造传统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工业化

建设的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主要任务，是把资本主义私

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以农民和手工业

者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传统社会的

经济形态，过去因占有生产资料而取得支配地位的

“小统治者”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通过在新的社会

基础上重构政治组织单元，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集中

的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深入：在城市，单位

是全民所有制的基本组织单元，也是国家政权的基

本组织单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础构建国家政权在

乡村社会政社合一的组织体系。迈克尔·曼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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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社会的延伸称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

中国，这一基础性权力的延伸，在改造的社会基础上

得以实现。单位和公社在一定意义上都扮演了国家

行政区的角色，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

能。同时，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将就业、住房、医疗、

子女入学、生老死葬等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实现高

度的组织化，将民众纳入国家权力的组织范围。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将中国建设

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权力的

集中并且运用集中的国家权力改造基层社会，初步

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以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其历史使命。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传统体

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

下一主题。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面对的基本情况是：经济发

展水平落后，各地发展参差不齐，农业经济是国民经

济的支撑；同时，国家规模超大，人口众多，但国家能

力严重不足。强国富民的目标追求，受到“发展参差

不齐”和“国家能力有限”的双重约束。“工业优先发

展”是突破约束的发展战略，据此，国家建立了实施

这一战略的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体制。在国家统一

配置资源的体制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得以快速建立，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

束缚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突破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

束缚，解放生产力，成为建构“共同富裕”社会的重要

问题。为了解决超大规模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情况下推动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难题，邓小平

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

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

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

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

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

的目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打破传统体制对生产力发展

的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经济元素

开始逐渐进入和渗透社会，激发了社会财富的增长

活力：在农村，表现为以市场化和商品化为导向的家

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崛起；在城市，表现为外资的进入

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公司化改革，以及有利于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完善了市场主

体，构建了竞争和利润导向的市场制度环境。市场

是财富的发动机，一部分被市场要素高度渗透和重

构的产业和地区，在国家允许和鼓励先富的政策措

施下，很快显示了较强的财富生产能力。

(四)以平衡协调发展构建共同富裕新格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生

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

平，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同时意识到：实现共同富裕，

意味着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这一出

发点和落脚点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否则，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就失去

了意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深化促进

公平正义的发展战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职

责。发展问题从来是发展与治理交叉互动的政治经

济学问题：通过市场力量和经济建设“做大蛋糕”，同

时通过国家治理公平公正地“分好蛋糕”，只有二者

兼顾，才能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发展

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新发

展理念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平衡协调，构建发

展新格局。在宏观战略层面，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

发展中的重大区域关系，在微观层面，加大制约平

衡、协调、充分发展的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力度，补齐

发展短板，克服发展瓶颈，增强发展后劲；在此过程

中，领导人民精准扶贫治贫，取得了彻底摆脱绝对贫

困的历史性胜利。在现代化建设第二个百年征程开

始之际，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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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

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进行了统筹部署，这一战

略部署，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推进社会革命的再出发。

(五)以交通、通信、文字、信息技术等消除国家的

空间疏离

传统时期，在由“封闭的小统治者”所形成的“看

不见的政府”治理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个彼此

不同且分散的地方性社会。在这些地方性社会内

部，文字、语言的阻隔，地理空间的距离等是造成国

家与民众以及“中心国家”与“边疆社会”疏离结构的

重要因素。

如何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将国家政权的意志

贯彻到广阔而分散的乡村社会，形成一体化的国家

治理，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

来，针对广大农村社会绝大部分人口还是文盲的情

况，党和政府在全社会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国家

推广的扫盲和识字政策，不仅为农民与国家之间建

立联系提供了条件，更是由此建构了农民统一的国

家意识。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也大力推动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表现为公路、铁路、通讯电

缆、机场、车站等物质设施的改变。基础设施的背

后体现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水平是其政府治理水平的体现。因此，高质量的基

础设施往往被包含在那些度量政府治理水平的指标

体系之中。

国家所推动的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

施的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福祉，也疏通了国

家和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使得国家向基层贯彻治

理意志和影响力不再具有信息上的阻隔，尤其对于

传统时期距离国家“中心地区”较远的地区，交通、通

信交流信息技术的推广，消除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

所造成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疏离。因此，从此

只有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不再有因“政令难达”

而形成的政治上的“边疆”地区。

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国家根植于社会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开启的现代国家建设进

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实施的建设现代国

家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有效领导，决

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本质特征及独特性：

中国不仅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政权，实现国

家政权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而且要通过

对社会形态的改造和建设，建构一个与国家政权同

质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权建设是手段，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

面发展是目标。通过这一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共产

党也将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制度价值根植于民众内

心，获得民众内心深处的高度认同，从而将国家政权

建立在稳定的社会根基和土壤之中。

总体来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内涵的拓展性。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并不仅

仅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者结构体系的建设问题，还

包括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或结构体系进行社会改

造和建设，并以此为路径建立和巩固社会民众对国

家政权的认同。从二者的关系看，政权建设不是目

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的传统社会的改造、治理和发展。毛泽

东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如何建设国家是国家政权未来需要

面对的更为长久的事情。因此，对中国的现代国家

建构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社会建构”具有

同步性，社会建构包含于国家政权建构的进程之中，

并与国家建设相互促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

代国家建构不仅包括政权建设，还包括国家发展和

治理的多重内容。

二是过程的丰富性。政权建构和社会建构虽然

同步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内容和进程，但由于起点的

不均衡性，其进程也具有差异性，也恰恰是在这种差

异性中，体现出现代国家建设的丰富性。从国家权

力来看，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在社会中分布不均；国

家权力进入并统治基层社会的方式和程度也存在着

地区和层级的巨大差异性。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在

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国

家建构路径和过程的丰富性。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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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的主题是实现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

国家形态”的跨越；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边疆地

区，长期的国家建构具有“双重跨越性”：从一个“无

国家”的传统形态“一步跨越千年”建构一个现代国

家政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初级社会形态，通过社会

改造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进一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三是任务的自觉性。现代国家是一个“建构性”

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

具有鲜明的政治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源于历史潮流

和发展规律，也源于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所具有的历

史使命。虽然部分学者将中国国家发展道路置于对

外部世界的冲击-回应模式之中予以理解，但是，这

只是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外部关系方面，实际上，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对外部冲击做出回应，只是中

国国家建设的行为表现之一，并非国家建设的主体

进程。中国的主体进程始终具有鲜明的合乎大势潮

流性和基于规律逻辑的总体“规划设计性”。过程的

丰富性和不同时期任务重点的演进，源于一种掌握

规律和基于使命的“政党自觉”。

四是历史进程的长期性。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长期性源于国家的超大规

模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不均衡性。从社会建设的角

度看，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中，虽然每个地方都程

度不同地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元素，但其发展速度和

分布状态是不均匀的，既有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非

均衡性，也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不同步

性。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整合不均衡的社会，

建立实质上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和社会，实现国家

和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

期历史进程。因此“改革”“发展”和“治理”是伴随这

一长期历史进程的命题。

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意义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并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

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问题，即韦伯和蒂利意义

上的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合理性问题，以及迈克尔·

曼意义上的国家决策的执行力等权力的渗透问题，

而且是通过政权建设并且在国家政权主导下的经

济社会形态改造，是将国家根植于社会和民众内

心，从而深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的历史过程。这一

特性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和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决定。基于中国现代国家

建构的经验历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自身的

理论内涵。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超越性

国家组织及其设施是物理的存在，在社会和文

化层面，国家是心理的存在。在政治文化意义上，国

家存在于民众的内心和意识中。如果国民在内心不

认同国家，那么，国家只是形式上的物理存在。对于

现代国家而言，仅仅国家组织和制度结构的现代化，

还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历史证明，如

果国家政权未能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从而未

能将现代国家意识和价值植入民众内心，获得国民

对它的认同和忠诚，国家政权组织就没有与社会文

化和心理有机融合一体，国家就没有建立在稳定的

社会土壤和政治合法性根基上，这样的国家和制度

难以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建设也就难以获得成功。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国家政

权，进而通过政权力量改造经济关系和建设社会，从

而将国家政权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双重超越：

它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形态，而且超越了既

有国家建构的模式和路径。

传统中国建立了历史悠久的皇权体制，但是，

与千年不变的皇权体制相伴随的，是治乱循环的历

史规律。这一规律发生和发展的根源之一，在于这

一皇权体制与其社会基础的长期疏离。从社会基

础看，地主和自耕农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

皇权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经济过程的规律

总是倾向于将自耕农的土地通过土地兼并转化为

地主的土地。与社会保持疏离的皇权缺乏对社会

基础的改造和治理，自耕农破产则会引发社会动荡

甚至危及皇权的危机，从而使得这个拥有千年皇权

体制的国家始终伴随着“治乱循环”的周期。虽然

皇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常常试图采取“变法”等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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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缓解或延缓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基础，因而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周期性”

的趋势或规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是建立

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新的国家不仅是建立一个新的

国家政权，而且要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改造和

建设，彻底打破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将国家政

权置于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基础之

上。由此可以认为，改造和建设政权的经济和社会

基础，使得这个新的国家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有

机结合的共产党人，找到了破解“治乱循环”历史周

期律的途径。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建构的

模式和路径。西方国家建构的经验叙事集中于国家

政权的扩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将国家建

构称为“国家政权建设”，主要体现为政权的官僚化

与制度化，如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

反抗政权进入和财政汲取而与国家的斗争，以及国

家为巩固其权力而与新的“精英”结盟等，福山将之

定义为政府机构的加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

程表明，政权建构并不只是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

延伸、扩展或者汲取能力以及动员能力的建设问题，

还表现在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

会基础的改造，从而将国家政权的组织机构和制度

体系建立在可靠的社会基础之中。

如何维系政权的长期稳定，是所有国家都需要

面对的世界性难题。在传统中国，这一难题表现为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在传统欧洲，表现为不断分

裂的“多国体系”。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表明，时间

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稳定性，是现代国家的基本

特征。这一基本特征的实现有赖于建立一个制度性

国家权威。但是，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不可能一劳永

逸地解决社会对于国家的认同并获得持续的“政权

稳定性”。对这个制度性国家政权所获得的认同，可

能因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现代化进程本身伴随

着社会分殊化和多元化，由此可能产生社会撕裂和

对立，从而使得国家政权面临“社会撕裂”而发生“认

同分裂”危机。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是通过政

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接续展开，通过深刻的改革开

放和有力有效的再造社会的过程，将国家政权持续

不断地植根于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变化

之中，从而避免了因“社会撕裂”带来的政治和国家

认同危机，由此获得政权本身的稳定和现代国家的

发展和连续。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

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国家构建这一世界性议题，也在

实践中破解了“构建一个稳定延续的现代国家政权”

这一世界性难题。

(二)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超越性

理解中国共产党，是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

关键。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创设的

制度。理解现代中国，必须从理解中国共产党开

始。将国家政权根植于社会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双

重超越性的国家构建实践，源于这一实践的领导主

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疏离状态，国家

权力未能充分进入社会之中，自我封闭运行的多元

社会模块与专制主义皇权治理的双重结构，持续反

复着“兴衰交替”的历史规律，皇权治理由此也呈现

出“治乱周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以中国人民的

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的全面解放作为自己的

宗旨和理想，其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念和主张，源

于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结构

的深刻分析和实际考察。在深刻认识社会结构的基

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实现自身目标和理

念的纲领和路径。1945年，毛泽东在阐述其建国主

张时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当下阶段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脱离其他国家控制和脱离传统形态的独立的新

政权。在中国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建立这样一个国

家政权，才能实现包含各种经济成分的社会的发展，

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正是在此种认识

下，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才断言，建立新政权“只是万里长

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

及主题，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其理想

的实践路径。

学者沈大伟认为，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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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错误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和民

族主义两个支柱来维护其执政地位。他认为，中国

共产党是通过经济改革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来

不断获得执政合法性。沈大伟的这一认识是一种

基于现象的表层解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满足社会

不同阶层的需求，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最终实

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其历

史使命的责任。这一使命感和责任感所提供的目标

和方向，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深刻把握

历史规律的自觉性。不同于在国家政权或社会发展

常常深陷“撕裂”和“对立”困境之后出现“应对性”的

调整或者陷入难以“应对”的政治动荡，深刻把握历

史规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实践主要基于中国共产

党人“使命的逻辑”而非基于“被动的应对”。这也许

是一些外国学者或观察家从未停止对中国做出“崩

溃”的“预期”，而历史进程并未按照“预期”发生的

原因。

(三)人民性国家：执政党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

融合

政党理论源自西方，其出现与代议制政府的出

现密切相关。根据西方政党理论，政党不是国家权

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只是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机构

联系起来的一种机制。在与政府的沟通中，政党的

功能是一种“表达的手段”，为负责任的政府对民众

需求做出反应提供渠道。政党只有通过法定程序

和选票方式“进入”国家，才拥有与国家权力同等的

重要性。

但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通过政治革命建立政权，“缔造”了国家，获得了

内在的“国家身份”，并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融入

国家权力体系，实现其政治领导，从而在事实上构

成国家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国家权力

结构来看，其政治构成和政治过程具有鲜明的执政

党特性：政党不仅缔造了国家政权，而且将其组织属

性和价值偏好输入国家权力运行全过程，塑造了国

家政权的价值偏好和组织属性。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中国的进

程，不仅使得自身成为“国家(政权)”的有机构成，而

且在对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成为现代中国社

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具有改造和建设社会，从而为全体中国人民

谋求利益的意志和使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要求

的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建设，建

构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既是

国家和人民性的扩展过程，也是人民获得这种国家

性，并建立现代国家和政治认同的过程。在此意义

上可以认为，现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性

国家，国家的性质由党和人民高度统一的意志决定。

将地域性经验的内在联系或逻辑抽象化和概念

化，进而提炼为一种理论体系，这是基于实践的学术

研究的传统。但是，地域性经验的有限性，常常会限

制其作为一般理论的解释力。经过概念化和抽象化

的西方国家建构理论，主要基于欧洲现代国家的经

验。这些理论在国家建构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在学术界，“一个研究国家形成的严肃的学

者，无论对哪个地理区域感兴趣，都应该将欧洲国家

的形成视作参照点”。当然，这种“参照”有助于形

成比较，发现差异。实际上，正是一些“关键性差

异”，构成了“本国的主体性”。只有认识和理解这些

“关键性差异”，才能避免既有理论的误导，着眼于发

掘具有“本国主体性”的实践所表达的真实逻辑，从

而将学术研究和理论表达建立在基于实践的“真实

而具体”的依据之上。由此可以认为：一个研究国家

建构的学者，无论对哪个地理区域感兴趣，都应该致

力于发现和解释那些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性差

异”。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理解中国

共产党。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有认识到这一

“关键性差异”，才能构建真实而科学的中国现代国

家建构理论。无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深入探索

和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丰富了人类

社会走向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国家的不同选择，开拓

了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新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

··1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6 中国政治
CHINA POLITICS

13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郭忠华、郭台辉：《当代国家理论基础与前沿》，第 208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③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

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④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

文化和结构》，第2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

秩序》，第7页，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

⑥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2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⑦关于传统时期家族长老、地方乡绅等地方社会权力已

有诸多研究，可参见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0年版)、费孝通、吴晗的《皇权与绅权》(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年版)、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

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

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版)中，阐述了地方社会权力作为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之间的

中间经纪人，阻碍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扩张，由此

造成了“政权内卷化”的结局。

⑧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203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4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38、1439页，人民出版

社，1991年版。

迈克尔·曼：《国家的自主权：起源、机制及结果》，郭忠

华、郭台辉编：《当代国家理论：基础与前沿》，第54页，广东人

民出版社，2017年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第 286页，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第8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关于传统时期不同区域间社会形态的差异，部分观点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深度中国调查”的认识。

既有研究中的代表性文献如鲁西奇从区域视角描述中国历史

道路的差异性，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将中国历

史发展划分为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

漠-绿洲道路共五种区域性道路，从自然条件、人群以及人与

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解释了不同道路形态之间的区域差异。

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45页，九

州出版社，2018年版。

陈军亚：《因税而治：区域性国家治理的机理——以区

域村庄形态调查为依据》，《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

号》，第431页，中华书局，2020年版。

参见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

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传统时期的“灰色势力”指既位于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如

保甲制度、地方领主制之外，又非地方乡绅、家族长老等具有

乡土合法性的力量，如四川地区的袍哥，他们建立了具有一定

强制力的组织，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王笛在

其著作《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地区袍

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王章基在其博士论文

《袍哥治理：国家政权衰败时期的社会控制与秩序——基于川

西平原岳村的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中，考察了

袍哥组织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第 25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

务委员会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

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丛刊》，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的社会历

史形态。关于地方领主制的专门性研究，多杰才旦的《西藏封

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贵州民族

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贵州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也有相关研究。

王沪宁等：《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第6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457页，国讯书店，1948年版，

转引自张立华《从宗法关系到阶级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

国农村社会秩序的颠覆性重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学报》，2020年第2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

实》，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

一种解读》，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Ⅲ》，第23-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6中国政治
CHINA POLITICS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第376页，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9年版。

巴林·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第 310页，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34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

村》，第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

秩序》，第7页，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

姚洋、席天扬：《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

的运行机制分析》，第 3页，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第1059-1061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第1页，中央编译

出版社，2012年版。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

全书》，第52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 56页，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

国家建设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

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

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罗伯特·E.戈定主编，卡尔斯·波瓦克斯、苏珊·C.斯托

克斯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第 212页，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Building a New Modern State with Dual Revolu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en Junya Wang Puqu
Abstract：Since the Qin Dynasty,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unified centralized state. It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state form of "long-term unification", there was a "long-term alienation" between Chi⁃
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small rulers" of local society actually controlled the operation and order of
grass-roots society. In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ed a
new state power. On this basis, the new state carried out a social revolution on the old social structure and constructed
a new social form, including reform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cultivating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es⁃
tablishing a long-term and stable ruling foundation. The dual 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people to build a modern state dues to the dual mission of the Party to establish state power and promote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is modern state building has achie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not only tran⁃
scends the historical form of traditional countries, but also transcends the modern state Building logic of western theo⁃
ry. It is a new state building practi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tate 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dual revolution; new modern state; state buil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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